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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雙和醫院皮膚科

從「最苦命公務員」到當代ESG：
明代棄儒從商的歷史脈絡與現代反思

前  言
明代官員常被歷史學家戲稱為「中國歷史

上最苦命的公務員」，這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

於當時極端的政治生態與經濟壓力。這種「官不

聊生」的困境，意外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巨

大轉型—士人棄儒從商。本文將透過史料探討明

代官場的艱困，探討其如何催生出獨特的儒商文

化，並進一步反思這種精神在現代商業社會浪潮

中---如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傳承與
挑戰。

明代官員的生存困境：薄俸與暴政

明代官員的「苦」主要體現在經濟上的極度

拮据與政治上的極高風險。

薪水低到難以養家

根據《明史·食貨志六》記載，明太祖朱元
璋定下的俸祿標準極低：「正一品月米八十七

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乍看之下，正一品高

官月領87石米似乎不少，但這僅是帳面數字。明
代中後期財政困難，推行「折色」制度，即用實

物抵扣工資。成化年間，朝廷甚至用胡椒、蘇木

等滯銷香料來抵俸祿。試想一位朝廷大員，辛苦

一個月領回幾袋胡椒，還得親自去市場變賣換

米，何其狼狽。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折算匯率

的剝削，歷史學家估計明代官員的實際購買力僅

為帳面價值的10%至20%。以現代標準換算，一
位正一品級高官，實際月薪可能僅相當於新台幣

3萬5千元；而七品縣令更慘，月薪可能僅約3千
元新台幣。

這直接導致了清官生活的窘迫。著名清官海

瑞在擔任淳安知縣時，為母親做壽買了兩斤肉，

竟震驚官場。總督胡宗憲對同僚感嘆：「昨聞海

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堂堂縣長買肉竟成新

聞，足見清官之苦。更遑論官員還需自掏腰包聘

請師爺、保鏢等幕僚人員，若不貪汙，幾乎難以

為繼。

政治風險與人格侮辱

除了窮，更要命的是「廷杖」制度。《明

史·刑法志三》直言：「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
古制者，廷杖是也」，史官直言不諱：刑法中有

一個是明朝創立、不符合古代禮制的東西，那就

是廷杖！明朝皇帝首創在朝堂之上當眾扒褲打官

員屁股，視士大夫尊嚴如草芥。最慘烈的案例發

生在嘉靖三年的「大禮議」事件。因反對皇帝尊

生父為皇考，嘉靖帝下令廷杖群臣，《明史》記

載：「當是時，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有

六人。」一次性杖斃十六名高官與翰林學士，這

種隨時可能因言獲罪、甚至喪命的職場環境，讓

讀書人對仕途不寒而慄。

此外，朱元璋時期的高壓反腐如「郭桓案」、

「空印案」，動輒株連數萬人。朱元璋自己在

《大誥》中無奈感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

朝殺而暮犯」，然而當輕罪(如空印案，其實是
一個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案例，而非單純的貪腐

案)和重罪(如大貪)都可能導致死刑時，法律的威
嚇力反而失效了。當不做事是死(行政無法完成)
與貪汙是死的風險趨於一致時，官員會傾向於選

擇高風險高報酬的貪汙，因為這至少能在死前獲

得利益，或者有錢能使鬼推磨來尋求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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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維谷：為何不辭職？

既然官場如此險惡，為何不選擇辭職？事實

上，在明代做官往往身不由己。

恐怖的強徵政策

《大誥》與《明太祖實錄》朱元璋曾頒布嚴

令：「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罪至抄扎」(天
下的讀書人，如果你有才華卻不肯出來為皇帝效

力，那就是死罪，還要抄家)，姚潤、王謨這兩
位蘇州的人才被徵召入朝，因為不願意做官，試

圖推辭。朱元璋大怒，認為他們「不敬」，直接

下令斬首，並抄沒全家。史載有讀書人為了拒絕

徵召，甚至狠心剁指自殘。

辭職難如登天

一旦入仕，官員即成皇帝私產，辭職(致仕)
需皇帝批准。名臣劉伯溫多次請辭未果，結局淒

涼。

家族的經濟枷鎖

考取功名享有免除徭役與免稅特權。若家族

無人做官，便需承擔沉重賦稅與勞役，這使得讀

書人背負著整個家族的生存壓力。

正是因為「一旦做官便身不由己」，明代中

後期的士人開始在考上進士之前尋求出路，這直

接推動了棄儒從商的潮流。

士商合流：儒商文化的興起

隨著江南商品經濟繁榮與官場環境惡化，大

量士人將人生軌道從政治轉向商業。

思想解放與社會現實

心學大師王陽明提出了「四民同道」的觀

點，他在《節庵公墓誌》中寫道：「古者四民異

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這打破了「士農工

商」的階級鄙視鏈，為士人經商提供了理論依

據。同時，現實中「士商界線」日益模糊。明代

徽州流傳「家貧子多，則留一守業，餘皆出而藉

資」，小說《二刻拍案驚奇》亦提及江南「十儒

九賈」。文學家汪道昆更在《太函集》中質問：

「良賈何負於閎儒？」，明末文學作品如《三言

二拍》中，商人的形象也從奸詐轉變為講信義的

「儒商」。

歷史學家的詮釋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

人精神》中精闢分析：這種轉變並非士人墮落，

而是將儒家的「誠、信、儉、敬」移植到商業

中。利潤不再是「義」的對立面，而是「行道」

的手段。這種儒家倫理的世俗化，在功能上類似

西方的「新教倫理」，培育出一種理性且具責任

感的商人精神。

現代反思：儒商精神還在嗎？

時至今日，明代那種「士人」階層已不復存

在，但儒商精神是否延續？

東亞企業家的傳承

現代仍有不少企業家踐行儒商精神。日本

「經營之聖」稻盛和夫深受王陽明影響，提出

「敬天愛人」，強調企業應為員工幸福與社會進

步服務。朱元璋讓官員餓著肚子談道德，稻盛和

夫則是讓大家吃飽飯後一起談理想。在台灣，施

振榮先生近年極力倡導「王道」思想，主張企

業經營不應是「霸道」(只顧自身利益)，而應是
「王道」，即創造價值、利益平衡、永續經營，

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員工、股東、客戶、社會)都
能共存共榮，這與儒家強調和諧共生的理想不謀

而合。

西方概念的呼應：ESG與CSR
有趣的是，現代西方管理學中的CSR(企業

社會責任)與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其實
也是一種儒商精神。當現代企業強調不只要賺錢

(利)，更要照顧環境、善待員工、完善治理(義)
時，這正是現代版的「義利合一」。當CEO談論
「長期主義」與「商業向善」，其邏輯與明代汪

道昆所言「良賈何負於閎儒」實則一脈相承。

結  語
明代棄儒從商者，往往飽讀經史，文化底蘊

深厚；反觀現代企業家，多出身於商管或理工科

系，精於數據邏輯之「術」，卻常疏於人文哲學

之「道」，對儒家思想難有深切體認。特別是在

全球化市場中，面臨績效壓力與商業博弈，要堅

持「見利思義」的原則，其挑戰實遠甚於明朝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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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曾經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當代企業家若能將傳統儒家

「修齊治平」的智慧，成功轉化為「內聖外王」

的現代企業治理——即從個人自律延伸至員工福

祉，進而實踐社會責任與全球永續—這不僅是跨

越時空的價值傳承，更是在資本逐利的洪流中，

現代商業文明亟需重塑的道德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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